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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对长江经济带2007-
2018年110个地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进而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探索诱发贸易开放促进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的环境规制强度.
 

研究表明:
 

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但环境规制能够发挥积极的调

节作用,
 

即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缓解贸易开放的不利影响.
 

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

性调节作用,
 

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过门槛值(9.018)后,
 

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

作用.
 

为扭转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应采取适当宽松的环境规制强度,
 

而

中游和下游地区应制定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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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11个省市,
 

覆盖范围十分广泛,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增长极[1].
 

近年

来,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但由此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这显然有悖于

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2].
 

尤其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长江经济带亟需推动绿色经济转型,
 

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考虑了资源消耗、
 

污染排放等资源

环境约束,
 

与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更为契合,
 

已成为衡量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3].
 

此外,
 

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能够为加快绿色经济转型提供重要动力,
 

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双
赢”[3-5],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因此,
 

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十分必要.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

 

具备贸易开放的天然优势,
 

能够在贸易开放过程中引入发达国

家的先进技术与资源,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6-7].
 

然而,
 

贸易开放在对长江经济带产生众多有利影响的同时,
 

也引发了“资源消耗过快、
 

空气污染压力加大、
 

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等一系列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1],
 

造成

生态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约束效应愈发明显,
 

严重阻碍该区域的绿色发展[8-9].
 

诸多研究表明,
 

环境规

制作为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的非市场方式,
 

一方面有益于改善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带来的不良

影响,
 

引导贸易结构在升级过程中更加注重清洁技术和绿色能源的使用;
 

另一方面还能够推动贸易结构不

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靠拢,
 

促使长江经济带获得更多的绿色技术溢出[4,10-11].
 

相关研究强调,
 

只有合

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够减轻贸易开放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
 

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但如果环境

规制力度过大,
 

不仅不利于“双赢”目标的实现,
 

而且还会降低本国产业或企业竞争力[12-14].
 

那么,
 

在什么

范围内环境规制强度才算合理、
 

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果如何、
 

以及

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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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进入新时代,
 

绿色发展已成为重要趋势,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
 

该如何测

度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Chung等[15]在测度瑞典纸浆厂的全要素生产率时,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

数,
 

将污染排放看作非预期产出,
 

以测算考虑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比

值的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然而,
 

当存在投入过度或产出不足,
 

即存在投入或产出的非零松弛

(Slack)时,
 

这种径向型的DEA(Data
 

Development
 

Analysis)效率测度会高估评价对象的效率.
 

因此,
 

Fare
等[16]、

 

Fukuyama等[17]在Tone[18-19]非径向基于松弛的(SBM)效率测度的基础上,
 

发展出更加一般化的非

径向且基于松弛型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胡江峰等[13]、
 

黄庆华等[3,
 

20]在有关研究中,
 

运用SBM 函数

分别测度出了中国工业和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此,
 

本文采用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
 

对长江经济带2007-2018年110个地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有关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对于二者之间究竟是正向

还是负向的因果关系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部分学者认为,
 

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彭星等[21]研究贸易开放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发现,
 

贸易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工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Cao等[22]提出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改变研发投入成本、
 

优化劳动资本比率等方式正向

作用于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率.
 

Peng等[23]认为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产业结构,
 

从而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产生有利作用.
 

齐绍洲等[24]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
 

贸易开放是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

要途径,
 

能够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得到提升.
 

然而,
 

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进

行了反驳.
 

王兵等[25]研究了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

制,
 

发现贸易开放对一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负向影响.
 

王伟等[26]提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使

得长江经济带依然利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
 

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葛鹏飞

等[27]认为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模式会驱使许多企业采取雇佣廉价劳动力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造

成企业对技术革新的关注度下降,
 

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吴磊等[28]提出贸易开放可以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
 

影响技术溢出等方式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但无法判别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
近年来,

 

随着诸多环境保护和治理政策的出台,
 

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目前,
 

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3种观点:
 

①
 

支持正向调节论.
 

这是因为在贸易开放进

程中,
 

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减少污染程度较高的资源进入,
 

而且还能够推动环保程度较好的资源发挥

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6,
 

29-32].
 

余泳泽等[11]发现环境规制会驱动企业主动改

进自身生产技术,
 

降低要素投入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
 

推动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有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
 

张峰等[33]也发现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会促使贸易开放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正向作用.
 

②
 

支持负向调节论.
 

聂雷等[34]发现在贸易开放过程中,
 

宽松的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企业的流入,
 

加大环境

污染程度,
 

造成绿色发展动力不足,
 

从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谢荣辉[35]认为在考虑

环境规制因素的情况下,
 

贸易开放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
 

③
 

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存在一个合理

区间.
 

Wang等[14]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并非越大越好,
 

环境规制强度存在一个合理区间,
 

只有在这个合理区

间内,
 

贸易开放才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胡江峰等[13]发现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正向调节作用存在一个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范围.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开放、

 

环境规制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

论.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
 

将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这两个变量同时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考察的研究

较少,
 

关于长江经济带的此类研究更是亟待补充.
 

鉴于此,
 

本文在测度长江经济带2007-2018年110
个地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

 

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构建

为研究贸易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本文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911第7期   
 

 黄庆华,
 

等:
 

贸易开放、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检验



lngtfpit=μ+β1lntrait+β2lnerit+φxit+εit (1)
式(1)中,

 

下标i代表长江经济带样本地市,
 

下标t代表时间;
 

ln 表示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从而可以有

效减轻异方差和量纲问题的干扰;
 

lngtfpit 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lntrait 表示贸易开放水平,
 

lnerit

代表环境规制强度;
 

xit 是本文的控制变量组,
 

包含经济发展水平(lnpgdpit)、
 

基础设施水平(lninfrit)、
 

金

融支持(lnfinit)、
 

科技投入(lntechit)和产业结构(lnindit);
 

μ 为常数项;
 

β1,β2,φ 分别为贸易开放变量、
 

环

境规制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系数;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王洪庆等[4]的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
 

贸易开放与

环境规制间存在交互作用,
 

并且该作用可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因此,
 

为考察贸易开放水平与环境规

制强度相互作用究竟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在式(1)中加入lntrait×lnerit

的交互项,
 

得到式(2).
lngtfpit=μ+β1lntrait+β2lnerit+β3lntrait×lnerit+φxit+εit (2)

式(2)中,
 

β3 为贸易开放变量与环境规制变量交互项的系数.
尽管在式(2)中加入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后,

 

可以检验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相互作用对长江经

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但仍然无法考察究竟在何种环境规制强度下才能使贸易开放促进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
 

面板门槛模型可以将门槛变量纳入实证模型,
 

实现对环境规制强度门槛值的检验,
 

并且

能以环境规制强度门槛值为分段点构造分段函数,
 

从而反映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因果

关系[36].
 

基于此,
 

本文主要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前述问题进行分析,
 

如式(3)所示.
lngtfpit=μ+β1lntrait×I(lner≤γ1)+β2lntrait×I(lner≤γ2)+…+

βnlntrait×I(lner≤γn)+βn+1lntrait×I(lner≤γn+1)+φxit+εit (3)
式(3)中,

 

β1,β2,…,βn 为n 个不同环境规制门槛值下的贸易开放变量系数;
 

I(*)为指示函数,
 

当括号内的

条件满足时,
 

取之为1、
 

反之为0;
 

γ1、
 

γ2…γn 为n 个不同水平的门槛值.
2.2 变量选取说明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因未能将资源消耗、
 

污染排放等环境约束条

件纳入投入产出指标中而具有局限性,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 ML指数方法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故本文采用

该方法,
 

使用Matlab
 

2020a软件测度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2007-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测算模型中的变量指标包含要素投入、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
 

各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要素投入:

 

①
 

劳动投入,
 

用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单位:
 

万人)来衡量.
 

②
 

能源投入,
 

采用全年用电量

(单位:
 

万千瓦时)来表示.
 

③
 

资本投入,
 

用资本存量(单位:
 

万元)来衡量,
 

本文采用永续存盘法来计算固

定资产资本存量,
 

并借鉴单豪杰[37],
 

Hall等[38]对基期资本存量、
 

折旧率、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固定

资产形成总额的处理方法,
 

计算出长江经济带2007-2018年的资本存量.
 

期望产出:
 

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单位:
 

元)来衡量.
 

非期望产出:
 

采用工业“三废”(工业二氧化硫、
 

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单位:
 

万吨)来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 ML生产率指数反映的不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而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率,
 

所以本文需要对 ML指数做进一步处理.
 

参考邱斌等[39]的方法,
 

以2006年为基期设定2006年的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1,
 

并结合 ML指数进行计算,
 

即可得到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的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指标.
2)

 

贸易开放(tra).
 

本文采用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放

水平[8].
 

值得注意的是,
 

贸易进出口总额应由美元单位换算成人民币单位.
3)

 

环境规制(er).
 

本文选取单位产值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
 

采用工业

“三废”排放量除以GDP计算其指标值,
 

并对该指标值进行倒数化处理,
 

使其具有正向意义,
 

从而更具参

考价值.
4)

 

控制变量.
 

①
 

经济发展水平(pgdp):
 

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根本,
 

也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
 

②
 

基础设施水平(infr):
 

基础设施水平的波动可以改变信息和知识传

播速度,
 

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
 

对劳动分工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
 

进而可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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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来体现.
 

③
 

金融支持(fin):
 

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绿色技术生产

率,
 

本文将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金融支持的代理变量.
 

④
 

科技投入

(tech):
 

科技投入能够通过技术外溢、
 

技术进步等来促进环境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本文采用

当年科技支出总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
 

⑤
 

产业结构(ind):
 

产业结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息息相关,
 

相较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并产生更多的污染,
 

本文选取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此变量.
2.3 数据来源介绍

①
 

本文主要通过整理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2007-2018年)
的有关数据获得所需要的原始样本.

 

②
 

本文针对原始样本数据中严重缺失的数据进行了删除处理,
 

小部分

缺失数据则借助Stata15软件和R软件,
 

运用插值法和线性拟合方法予以补充.
 

③
 

本文对上一步得到的数

据进行相关计算整理后,
 

即可得到长江经济带2007-2018年110个地市的1
 

320个指标量化面板数据.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表1为基准线性OLS(Ordinary
 

Least
 

Square)回归结果.
 

其中,
 

模型1为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结果;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后的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3
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得到的回归结果;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开放与环境

规制交互项后得到的回归结果.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和时间固定效

应,
 

同时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
根据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开放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

贸易开放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
 

①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规制标准相对其他

地区来说比较宽松,
 

污染密集型企业会因该地区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而选

择到长江经济带驻扎,
 

此时贸易开放度提高可能会促使其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
 

不利于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②
 

当前污染密集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在生产运作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
 

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规制强度现阶段较为薄弱,
 

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不仅无法有效地改善这种现象,
 

而且还会促使污染密集型产业依然保持贸易比较优

势,
 

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分别对比模型1、

 

模型2以及模型3、
 

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观测到,
 

加入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交互项

后,
 

贸易开放变量系数由负转为正,
 

在模型2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但在模型4中不显著;
 

而

环境规制变量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且增大.
 

这表明对贸易开放施加严格的环境规制,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

利于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以下3个部分:
 

①
 

对贸易开放施加严格的环境

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诱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变革,
 

优化要素利用率,
 

这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

面影响.
 

②
 

长江经济带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贸易比较优势,
 

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

发展,
 

造成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而施加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改善这一问题.
 

但是,
 

在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两

股完全相反作用力的对冲下,
 

贸易开放究竟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怎样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
 

③
 

环境规制强度增强更容易推动地区企业产生“收益补偿”效应,
 

从而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革新,
 

促

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
 

进而能够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贡献力量.
观察模型3、

 

模型4的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可以发现,
 

lnpgdp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可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lninfr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lnfin 的系数为负,
 

在模型3、
 

模型4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金融发展

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lntech 的系数为负,
 

通过了模型3的显著性检验,
 

但未通

过模型4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科技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与本研究的设

想相背离,
 

可能是由于长江经济带现阶段对绿色技术研发的重视度不高,
 

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
 

lnind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第二产业比例的增加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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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长江经济带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变量(常量)
lngtfp
模型1

lngtfp
模型2

lngtfp
模型3

lngtfp
模型4

lntra
-0.046

 

9**

(0.020
 

5)
0.068

 

8*

(0.035
 

7)
-0.024

 

1**

(0.010
 

8)
0.035

 

1
(0.038

 

0)

lner
0.061

 

5***

(0.014
 

3)
0.077

 

6***

(0.015
 

2)
0.057

 

5***

(0.014
 

5)
0.067

 

3***

(0.016
 

9)

lntra×lner
-0.014

 

1***

(0.004
 

6)
-0.007

 

3*

(0.004
 

4)

lnpgdp
0.221***

(0.055
 

8)
0.202***

(0.056
 

8)

lninfr
0.050

 

8***

(0.015
 

7)
0.049

 

6***

(0.015
 

8)

lnfin
-0.052

 

1
(0.031

 

8)
-0.051

 

0
(0.032

 

0)

lntech
-0.024

 

2**

(0.014
 

6)
-0.021

 

6
(0.014

 

8)

lnind
-0.178***

(0.082
 

5)
-0.203**

(0.084
 

3)

常量
-0.394**

(0.196
 

0)
-0.523***

(0.190
 

0)
-2.019***

(0.512
 

6)
-1.802***

(0.514
 

2)

i.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320 1
 

320 1
 

320 1
 

320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2 面板门槛模型结果分析

在上述线性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
 

将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
 

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贸易开放与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
 

从而检验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若存在门槛效应,
 

则可测算出对应的环境规制门槛值(表2).
从表2可知,

 

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水平,
 

而单一门槛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
 

这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非线性调节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并且具有显著的单一

门槛效应,
 

门槛值为9.018
 

0.
表2 面板门槛值估计与显著性检验结果

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p 值 BS次数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环境规制 单一门槛 29.02 0.026
 

7** 300 9.018
 

0 [8.851
 

7,
 

9.059
 

1]

双重门槛 14.33 0.143
 

3 300 7.322
 

1 [7.167
 

9,
 

7.352
 

9]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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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3.3.1 环境规制门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面板门槛估计与显著性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逐一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
 

分别估计环境

规制门槛值的大小及其显著性,
 

从而考察各控制变量是否会对这一门槛值造成较大的影响(表3).
根据表3可知,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环境规制门槛值均通过了5%或者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由此说明,
 

控制变量对门槛值的显著性水平影响不大,
 

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且稳健.
表3 环境规制门槛稳健性检验结果

情形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不加控制变量 9.018
 

0 46.93 0.016
 

7**

加入lnpgdp 9.018
 

0 30.49 0.070
 

0*

加入lninfr 9.018
 

0 31.70 0.066
 

7*

加入lnfin 9.018
 

0 39.93 0.030
 

0**

加入lntech 9.018
 

0 40.38 0.023
 

3**

加入lnind 9.018
 

0 29.02 0.026
 

7**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为保证门槛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在模型5-10中均加入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
 

详细的环境规制门

槛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门槛效应分析)

变量(常量)
lngtfp
模型5

lngtfp
模型6

lngtfp
模型7

lngtfp
模型8

lngtfp
模型9

lngtfp
模型10

lnpgdp
0.036

 

2***

(0.009
 

2)

0.021
 

6**

(0.010
 

8)

0.047
 

0***

(0.011
 

4)

0.059
 

5***

(0.011
 

9)

0.060
 

4***

(0.011
 

9)

lninfr
0.033

 

8**

(0.013
 

3)

0.027
 

6**

(0.013
 

1)

0.028
 

5**

(0.013
 

0)

0.032
 

8**

(0.013
 

0)

lnfin
-0.087

 

0***

(0.014
 

0)

-0.059
 

1***

(0.016
 

3)

-0.063
 

8***

(0.016
 

2)

lntech
-0.031

 

3***

(0.009
 

4)

-0.031
 

3***

(0.009
 

3)

lnind
-0.171

 

6***

(0.042
 

9)

Tra1

I
 

(lner≤9.018
 

0)
-0.052

 

4***

(0.006
 

8)

-0.048
 

7***

(0.006
 

8)

-0.048
 

1***

(0.006
 

8)

-0.036
 

0***

(0.006
 

9)

-0.031
 

3***

(0.007
 

1)

-0.026
 

0***

(0.007
 

1)

Tra2

I
 

(lner>9.018
 

0)

-0.011
 

7

(0.008
 

9)
-0.014

 

9*

(0.008
 

9)

-0.013
 

7

(0.008
 

9)

0.002
 

2

(0.009
 

1)

0.006
 

9

(0.009
 

2)

0.006
 

9

(0.009
 

1)

常量
0.148***

(0.013
 

8)

-0.234
 

0**

(0.097
 

5)

-0.158
 

9

(0.101
 

6)

-0.053
 

9

(0.101
 

5)
-0.362

 

7***

(0.137
 

0)

0.292
 

4

(0.213
 

1)

N 1
 

320 1
 

320 1
 

320 1
 

320 1
 

320 1
 

320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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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
 

在模型5-模型7中,
 

贸易开放估计系数无论是否跨越门槛均为负,
 

且数值大小都在增

大;
 

在模型8-模型10中,
 

贸易开放估计系数(Tra1)在未跨越门槛值时(lner≤9.018
 

0)均为负,
 

贸易开放

估计系数(Tra2)在跨越门槛值后(lner>9.018
 

0)其系数均为正.
 

由此可知,
 

控制变量的加入对结果的干扰

十分有限.
 

本文以模型10的估计结果为例进行说明,
 

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9.018时,
 

贸易开放变量的系数

为-0.026
 

0,
 

表示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9.018时,
 

贸

易开放变量的系数为0.006
 

9,
 

说明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
 

由此可知,
 

当环境规制强

度跨越门槛后,
 

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发生了逆转,
 

由原来的负向效应变成正向效应,
 

这进一步说明了对贸易开放施加严格的环境规制,
 

能正向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并与

基准线性回归结果所得结果相符.
 

模型5-模型9的估计结果与前述相似,
 

此部分不再赘述.

3.3.2 其他稳健性测试

为确保上述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①
 

为消除模型内生性的担忧,
 

本

文采用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变量来表示贸易开放水平;
 

②
 

环境规制强度改用单位产值污水排放量来衡量,
 

即采用工业污水排放量除以GDP计算其指标值,
 

为使指标值具有正向意义,
 

对其进行倒数化处理[7];
 

③
 

含有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可能会对估计结果的准确度有一定影响[40],
 

本文删除了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的

样本数据;
 

④
 

异常值和非随机性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的科学性,
 

本文缩尾处理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1%分

位两端的样本数据;
 

⑤
 

考虑到样本时间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统计结果出现较大的差异,
 

本文剔除了首

尾时间样本数据.
 

前述各种方法得到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5中模型11-模型1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
 

贸易开放估计系数的大小都在变大,
 

且有一半通过了显

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弱化了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负面作

用.
 

由此可见,
 

本文研究结论稳健性良好.
表5 各种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常量)
lngtfp
模型11

lngtfp
模型12

lngtfp
模型13

lngtfp
模型14

lngtfp
模型15

lnpgdp
0.071

 

9***

(0.015
 

3)

0.060
 

4***

(0.011
 

9)

0.061
 

2***

(0.011
 

9)

0.044
 

2***

(0.010
 

5)

0.074
 

4***

(0.016
 

3)

lninfr
0.018

 

1

(0.014
 

4)
0.032

 

8**

(0.013
 

0)

0.032
 

1**

(0.012
 

9)

0.004
 

9

(0.011
 

6)

0.016
 

7

(0.017
 

2)

lnfin
-0.077

 

1***

(0.019
 

6)

-0.063
 

8***

(0.016
 

2)

-0.069
 

5***

(0.016
 

1)

-0.039
 

5***

(0.014
 

4)

-0.089
 

4***

(0.019
 

8)

lntech
-0.037

 

9***

(0.010
 

6)

-0.031
 

3***

(0.009
 

3)

-0.029
 

5***

(0.009
 

3)

-0.007
 

5

(0.008
 

3)
-0.044

 

1***

(0.011
 

5)

lnind
-0.174

 

7***

(0.049
 

7)

-0.171
 

6***

(0.042
 

9)

-0.160
 

1***

(0.043
 

3)

-0.147***

(0.038
 

2)

-0.163
 

6***

(0.057
 

5)

Tra1_t-1

lner≤8.883
 

1

-0.021
 

2***

(0.007
 

9)

Tra2_t-1

lner>8.883
 

1

0.010
 

6

(0.0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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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5

变量(常量)
lngtfp
模型11

lngtfp
模型12

lngtfp
模型13

lngtfp
模型14

lngtfp
模型15

Tra1

lner≤9.021
 

0

-0.026
 

0***

(0.007
 

1)

lner≤9.015
 

8

-0.024
 

9***

(0.007
 

1)

lner≤9.018
 

0

-0.0068
 

6

(0.006
 

3)

lner≤8.867
 

9

-0.024
 

4***

(0.008
 

5)

Tra2

lner>9.021
 

0

0.006
 

9

(0.009
 

1)

lner>9.015
 

8

0.008
 

4

(0.009
 

3)

lner>9.018
 

0

0.019
 

8**

(0.008
 

1)

lner>8.867
 

9

0.012
 

9

(0.010
 

7)

常量
0.254

 

7

(0.254
 

2)

0.292
 

4

(0.213
 

1)

0.267
 

1

(0.213
 

4)
0.321

 

8*

(0.189
 

4)

0.236
 

8

(0.278
 

5)

N 1
 

210 1
 

320 1
 

296 1
 

320 1
 

100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4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门槛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是否具有区域差异,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上游、
 

中游、
 

下游3个区域为对象,
 

对比长江经济带整体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分析在

环境规制门槛条件下,
 

不同区域贸易开放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何种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
 

各

区域的贸易开放度均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
 

但环境规制门槛值有所不同.
 

长江经济带整体、
 

上游、
 

中

游、
 

下游的环境规制门槛值分别为9.018
 

0,5.842
 

1,9.785
 

9,8.721
 

9.
 

除此之外,
 

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贸

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
长江经济带上游与长江经济带总体的贸易开放系数变化趋势正好相反,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
 

其系数由显著为负变为正.
 

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5.842
 

1时,
 

其估计系数为0.788
 

5;
 

反之,
 

其估计系数

为-0.030
 

3.
 

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
 

贸易开放阻碍了长江经济带上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
 

可能的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主要位于我国西部,
 

由于西部地区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总量

大且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
 

基础设施等水平较低,
 

使环境规制强度增大造成贸易开放难以发挥技术外溢

的作用,
 

从而致使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对贸易开放带来的资源要素、
 

先进技术、
 

规模效应、
 

示范效应等

吸收利用率不高,
 

抑制了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长江经济带中游与长江经济带总体的贸易开放系数变化趋势略有不同,

 

随着环境规制加强,
 

其系数始

终为正且增大.
 

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9.785
 

9时,
 

贸易开放估计系数为0.011
 

6;
 

反之,
 

贸易开放估计系数

则增大到0.147
 

4.
 

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大,
 

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中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加强.
 

这可能是因为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引领下,
 

贸易开放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
 

产业承接能力日益增强,
 

加之其本身就具备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
 

给该地区造就了极大的绿

色发展空间,
 

强化了环境规制为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者关系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
长江经济带下游与长江经济带总体的贸易开放系数变化趋势相同,

 

都是随环境规制强度增大由负变为

正.
 

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8.721
 

9时,
 

其估计系数为-0.027
 

2;
 

反之,
 

其估计系数为0.013
 

5.
 

这表明当环

境规制强度跨越门槛后,
 

贸易开放能够促使长江经济带下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高.
 

可能的原因在于长江

经济带下游的江浙沪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利用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了产业绿色化转型进程,
 

促使产业逐

渐向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高端聚集,
 

为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了力量.
由此可知,

 

在环境规制门槛条件下,
 

贸易开放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且存在较

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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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常量)
lngtfp

整体

lngtfp
上游

lngtfp
中游

lngtfp
下游

lnpgdp
0.060

 

4***

(0.011
 

9)

0.075
 

6***

(0.020
 

4)

0.052
 

5**

(0.026
 

3)

0.029
 

8

(0.024
 

4)

lninfr
0.032

 

8**

(0.013)

0.018
 

7

(0.020
 

7)

0.012
 

2

(0.025
 

3)
0.041

 

8*

(0.023
 

8)

lnfin
-0.063

 

8***

(0.016
 

2)

-0.133
 

3***

(0.027
 

0)

-0.020
 

4

(0.041
 

0)

0.000
 

4

(0.027
 

6)

lntech
-0.031

 

3***

(0.009
 

3)

-0.045
 

1***

(0.016
 

9)

0.000
 

03

(0.017
 

2)
-0.070

 

8***

(0.018
 

9)

lnind
-0.171

 

6***

(0.042
 

9)

-0.111
 

5

(0.077
 

8)
-0.271

 

9***

(0.086
 

8)

-0.041
 

5

(0.064
 

6)

Tra1

lner≤9.018
 

0

-0.026
 

0***

(0.007
 

1)

lner≤5.842
 

1

0.788
 

5***

(0.167
 

8)

lner≤9.785
 

9

0.011
 

6

(0.017
 

6)

lner≤8.721
 

9

-0.027
 

2**

(0.012
 

1)

Tra2

lner>9.018
 

0

0.006
 

9

(0.009
 

1)

lner>5.842
 

1

-0.030
 

3***

(0.010
 

6)

lner>9.785
 

9

0.147
 

4***

(0.028
 

5)

lner>8.721
 

9

0.013
 

5

(0.013
 

2)

常量
0.292

 

4

(0.213
 

1)

0.231
 

4

(0.356
 

6)

0.590
 

2

(0.388
 

4)

-0.233
 

1

(0.396
 

8)

N 1
 

320 396 432 492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的面板数据,
 

以基准线性回归模型、
 

面板门槛模型、
 

区

域异质性门槛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为切入点,
 

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者关系

产生的调节作用.

1)
 

基于基准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发现,
 

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者关

系的调节作用具有正向效应.
 

对贸易开放施加严格的环境规制,
 

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
 

本文认为在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况下,
 

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扩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引发规

模效应,
 

促使地区产业结构由污染密集型向清洁型转变,
 

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

术创新以适应环境规制标准,
 

促进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产生,
 

从而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2)
 

基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发现,
 

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

单一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当环境规制强度未跨越门槛时,
 

其对贸易开放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

两者的关系能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反之,
 

则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但不显著.
 

这表明环境规制对贸易

开放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呈现出非线性规律.
 

本文认为当环境规制强度保

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时,
 

产业结构会由污染密集型逐渐向清洁型转变,
 

此时贸易开放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生

产率提升效应会大于环境污染效应,
 

这会促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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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区域异质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发现,
 

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都存在单一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对于长江经济带上游,
 

当环境规制强度未

跨越门槛时,
 

可以为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者的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
 

反之,
 

则起到显著

的负向作用.
 

对于长江经济带中游,
 

环境规制可以为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者的关系产生有利

影响,
 

且边际效应存在上升趋势.
 

对于长江经济带下游,
 

当环境规制强度未跨越门槛时,
 

可以为贸易开放

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者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作用;
 

反之,
 

则起正向作用,
 

但不显著.
 

本文认为在实施

环境规制政策的过程中,
 

贸易开放水平能否促进一个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主要看该区域在实施

环境规制政策状态下其成本依赖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
 

规模效应的相互作用结果,
 

若成本依赖效应发挥的

作用大于知识溢出和规模效应发挥的作用,
 

贸易开放则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反之,
 

则有利于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综合上述所有研究分析结果,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
 

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长江经济带沿线

各地市应清晰地掌握环境规制在调节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者关系中存在的非线性规律,
 

并根据

各自实际的贸易开放情况,
 

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门槛区间内合理革新环境规制政策,
 

体现出其阶段性.
 

特

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规制体系全面提升时期,
 

长江经济带各地市政府在设计环境规制工具时,
 

应坚持

生态优先,
 

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否和谐统一,
 

将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视为重

点,
 

全面推广节能减排技术、
 

清洁高效工艺的使用,
 

促进生产技术绿色化,
 

提升各地区绿色技术水平.
 

②
 

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
 

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流

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
 

因此,
 

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市应因地制宜地推进绿色对外贸易发展,
 

有针对性

地根据地区环境规制政策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结构,
 

促进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减少各地市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现象的出现,
 

提高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尤其是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的长江经济带上

游各地市更应结合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
 

灵活搭配环境规制类型,
 

使用多样化激励型工具,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为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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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BM(Slack-Based
 

Measure)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nd
 

Malmquist-Lu-
enberger(ML)

 

index
 

to
 

measur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110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
nomic

 

Belt
 

from
 

2007
 

to
 

2018,
 

and
 

then
 

uses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s
 

that
 

induce
 

trade
 

opening
 

and
 

promot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increase
 

i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u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gulating,
 

that
 

is,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s
 

can
 

allevi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panel
 

thresh-
old

 

model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a
 

nonlinear
 

regulatory
 

effect
 

on
 

trade
 

opening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rosses
 

the
 

threshold
 

(9.018),
 

the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turned
 

from
 

negative
 

to
 

posi-
tive.

 

The
 

heterogeneity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adverse
 

impact
 

of
 

trade
 

opening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uld
 

adopt
 

appro-
priate

 

and
 

loo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ile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
nomic

 

Belt
 

should
 

adopt
 

relatively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Key

 

words:
 

trade
 

ope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Yangtze
 

River
 

Eco-
nomic

 

Belt;
 

threshol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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